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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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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有害选址造成的大规模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增加。 2007 年以来，先后在厦门、

北京、吴江、广州、大连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境集体行动［且，其中反抗垃圾场选址和运营

的群体性事件尤为突出，环境污染和纠纷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诱因，影响着社会稳定与

和谐。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一方面给城市社会带来了福祉，另一方面却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

和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正是由于其潜在危害性，“别在我家后院”是公众对待有害废弃物

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刊，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将垃圾处理场、环境风险、社会公平正义直

接联系起来，渴望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公正意味着，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

险的分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4］ 。本研究十分关注：目

前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否公正地承担着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

是如何影响着环境风险分配？

二、文献回顾

自 1982 年美国北卡罗纳州华伦县居民大规模地抗议建设有毒垃圾填埋场事件以来，相关

学者首次将种族、贫困、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垃圾填埋结合在一起，环境风险分配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

种族和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环境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种族不平等观点认

为，有毒废弃物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数民族人

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更容易选址为垃圾处理场。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环保署（GAO）在 1983

年通过对美国东南部四个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个垃圾场附近主要都是

非洲裔美国人［坷，自此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种族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

素［6］。种族歧视制度限制有色人种抗议污染设施选址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动员，将

有色人种“污名化”，利于将垃圾场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种附近［η 。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自变量，收入水平反映一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低收入者在经

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政府中缺乏发言权，难以参与垃圾远址决策并转移环境

污染，强势群体很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对工作

的渴求，导致弱势群体对不利于他们的垃圾选址也不强烈反对［8］。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低收入

群体与生活在垃圾处理设备周围密切相关［坷，低收入群体承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在

实际工作中，遭遇更严重的化学有毒气体和物理风险口OJ。然而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和

废物排放存在非线性关系 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地区［11－叫。

教育反映一个人获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的能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

治资本的分配不均衡导致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新的设备地点时，不希望周边

社区进行反抗进而阻止计划实行，此类社区缺乏良好的教育、政治选举投票机会、政治决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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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因此在选址时尽量选择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日叫。布拉德（ Bullard ）通过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能够组织大规模反抗的社区一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少有色人种

的社区［巳］。其他学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验证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贫

困水平高以及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社区，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叫。

国内学者洪大用从国际、地区、群体三个层次上对环境公平进行探讨，指出我国存在环境

不公的现象［17）。卢淑华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区位分配调查发现，组织或个人的权

力资源与环境风险分配有关［18）。王书明通过三类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

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

济社群城市和企业主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的农民间。陆文聪和李

元龙从环境公正的视角下，揭示环境不公情况下农民工健康损害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污

染暴露等的互动关系［20］。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国，他们将环境风险分配与种族、贫困、教育

等联系在一起；而我国的国情、社会结构、发展战略等与美国具有迥然的差异，这些社会经济

地位变量对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影响如何？是与美国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特别地，其它

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探讨不仅具

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在理论上与现有解释进行一定的对话。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结合环境风险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综述，笔者提出的基本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

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具体操作假

设如下：

首先，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社会期待女性成为家庭的照顾者，相对于男性而言，更

容易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地理流动的机率更小，更容易滞留在风险产生点，承受更多因垃圾处

理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假设 1：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经历更多的环境风险。

其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种族歧视模型的假设。该模型认为制度化的种族偏见致使少数民

族群体难以获得政治、社会资源，难以对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进行反抗，少数民族群体聚居

地容易成为垃圾处理选址地，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21）。然而中国并没有种族歧视，实行民族友

好政策。假设 2：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再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理性选择模型、社会政治模型的假设。这两个模型强调个体的风

险应对能力，理性选择居住地的能力越强，越可能选择在环境质量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源动员

能力越强，越能抵制垃圾处理边址或迫使污染主体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22）。收入、受教育程

度较高者可能拥有较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可能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越少。假设 3:

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可能越少。假设 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

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最后，基于环境风险分配合作主义视角的假设。合作主义视角主要从国家的政治体系决策

结合和政策安排来解释环境风险分配［坷。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相对于农

村而言，城市距离政府的权力中心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将垃圾处理场建设在农村或城市

郊区，致使农村积聚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现代社会垃圾处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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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点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把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集中在距离垃圾场

较近的居民身上，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取多数人的环境收益［24］。假设 5：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居

民相对于居住在城市社区居民而言，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更多。假设 6：住户离垃圾场的距

离越远，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本研究还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年龄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以往文献表明，年龄与环境风险

分配均呈现正相关［25］，假设 7：年龄越大，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多。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1 年 7 月份在厦门市开展的“居民生活环境”问卷调查。本研究

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居民， 一类为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样：以厦门 3 个大型垃圾处

理场所在地为圆心，分别以 3 公里为半径立意选取垃圾场周边的社区，在社区内部采取随机抽

样方式抽取 400 个样本。另一类为非垃圾场附近的普通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

对象为 18『70 岁的居民，共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6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29% 。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环境风险分配。学术界对于环境风险的理解存在两种争论：实在论和建

构论。实在论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倾向于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技术问题，环境风险

是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等事件引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不确定状态及其相关损失，这种不确定性

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概率函数加以计算的［26］。环境风险的建构论者一方面承认环境问题的

客观存在及其引发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强调环境风险也有其主观的面向，认为环境风险是

社会建构的［2气因而自然科学与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风险分配不同，自然科学强调使用系统科学

的方法精确测量风险的暴露程度；而环境社会学则强调使用主观风险评价法来测量不同群体的

风险分配，强调风险的实际分配，即已经发生的风险分配情况，从认知过去的风险经历或当前

的风险遭遇来测量。 本研究在借鉴学者［28-29］对于风险分配的测量基础上自行设计了一个环境风

险分配量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

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并设计了 11 个指标（见表 1) 考察居民的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

风险。通过公式［ω］将其转换为 1 到 100 之间的指数 1将 11 项指标转换成 1 到 100 的得分。

（四）自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基于个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础上，个人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

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位置，是一个综合考虑了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综合指标［3日，同时社会经济

地位还包含个体的人口学特征［32-33 ］ 。基于此，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性别、年龄、

民族、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等变量。

1 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因子值＋ B)&A 。 A= 99/ （因子最大值一因子最小值）， B= （ νA）. 因子最小值。 B
的公式亦为， B＝［（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 . 因子值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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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环境风险的频数描述和因子分析

频数描述（%） 因子分析

工而日 严重 有些 不清 没什么 完全 健康与物 社会

带来臭味 40. 1 28. 1 8. 3 19 4.2 . 783 . 240 

污染水源 27.3 27.8 16.4 22.2 6. 1 . 798 . 338 
发出噪声 12.3 25.8 16.8 36. 7 8.0 . 555 . 214 
污染土壤 20.4 27.2 25.5 20.8 5.8 . 774 . 331 

滋生病菌 35.0 35. 7 14.9 11. 1 3.0 . 763 . 259 
制造心理压力 21. 1 35.0 16.3 21. 4 5.9 . 708 . 376 

危害健康 26.9 36.3 16.8 15.3 4.4 . 679 . 471 
产业贬值 14.9 25.0 34.6 18. 7 6.5 . 422 . 742 
减少工作机会 9.0 19.8 37.8 24.9 8.2 . 303 . 872 
降低收入 10.0 22.2 33.5 25.5 8.5 . 333 . 850 
人口减少 9.9 19.3 34.4 26.6 9.6 . 288 . 810 
特征值 6.539 1.073 
方差贡献率 59.44% 9. 76% 

四、研究发现

在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重要因素，模型的解释力

为 18. 7%，且通过了显著检验。然而，在非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中，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

分配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CF二2.26, p)0.05 ）。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性别在环境风险经历或遭遇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假设1未得到验证。此发现与国内

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别之间承担的环境风险呈现较大差异

［判。西方学者表明，女性承担的环境风险明显多于男性［35］。调查发现，厦门市是福建省的经济

发展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劳务输入地，垃圾场周边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选择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

垃圾场周边附近的工业区或商业区务工，形成白天在工厂务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现“大

批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滞留在农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性别承担的环境风险

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年龄与风险经历呈现出负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大者，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假设 7 未被证实。贝克认为风险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 ［36］，年龄越大者，

其风险感知能力较弱，其并未意识到自己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因而呈现年龄与环境风险

分配的负相关效应。

第二，民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此发现与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

性，西方研究表明，种族是风险分配不公的决定性因素： 1983年，休斯敦的25个固体废弃物处置

场中有21个位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周边［3飞 2007年，废物设施的3公里范围之内56%的居民是有色
人种［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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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影响的多元回归模型

自变量
模型1(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 模型2 （所有居民）

B Beta B Beta 
性别a 0.487 0.012 1.012 0.023 

年龄 -0.141 * -0.091 -0.160** -0.096 
民族b 6.457 0.047 1.898 0.016 

收入对数 -2.599** -0.112 -2.356** -0.106 

受教育年限 -0.027 -0.005 0.275 -0.055 
城市社区c -16.672*** ”。.399 -14.065*** -0.308 

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d

1-3公里 -6.968** -0.149 

3公里以上 -9.733*** -0.215 

常数 74.009 78.541 

N 388 612 

Adiusted R-squared 0.187 0.226 

F 15.86*** 23.29*** 

注：＊＊＊ p<0.001, ** p<O. 05, * p<O. 1 。 a的参照类为女： b的参照类为少数民族： C的参

照类为农村社区： d的参照类别为1公里范围之内。

第四，收入与环境风险分配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统计检验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对数单位，

其经历的环境风险得分降低 2. 599 分，假设 3 被证实。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

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承受更多的环境风险［到叫。 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动员的社会资源

越多，越可能动用社会资源去阻止垃圾场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风险应对能力越

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风险；当环境风险积累到难以承受之地步时，其可通过迁移来

规避环境风险，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经济支付能力，难以作出理性行动和选择最佳的居住场所，

不具备转移风险的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

第五，受教育年限对环境风险经历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4 被否定。这一点与国内外研究存

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会风险的分配依赖于风险知识、风险治理等风险应对能力，教育程

度越高，风险防范知识和风险应对能力越强，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41］。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垃

圾场选址一般都选择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多［42］。我们

的调查发现，后坑垃圾场位于厦门市区，垃圾场自 1999 年运营以来，管理一直较好，没有发

生过重大的扰民事件： 2008 年开始，随着岛内建设重心的东移，厦门市政府计划把周边社区

作为城市重点开发区域，改造成厦门新的中心城区，并在后坑垃圾场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

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们同样经历着较高的

环境风险，囚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环境风险经历上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六，农村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显著高于城市社区居民，假设 5 得到证实。回归系

数显示，与农村社区居民相比，城市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低 16.672 分。同时，城市社区

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99，其绝对值为所有通过检验变量中最大的：表明城乡社区是影响环境

风险分配的最终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往乡村垃圾场转移，产生环境风险，致

使农村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对环境风险的分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 6 得到支持。

模型 2 显示，与居住在离垃圾场 1 公里范围之内的住户相比，居住在离垃圾场 1-3 公里和 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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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上范围的住户的风险经历得分分别低 6.968 分和 9.733 分。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经

历的环境风险越低，表明垃圾场周边居民和非垃圾场周边居民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环

境风险分配以垃圾处理场为圆心向外国不断递减的趋势。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上面的数据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环境风险并非公正的分配于不同

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

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龄、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

距离）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显著因素。第三，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对居民的环境风险经

历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关于环境风险分配的研究与西方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西方学者将环境风险分配与

“民族”、“教育”、“性别”等社会因素［43-44］联系在一起，而本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具有显著

的统计性：本研究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较多且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政府在垃圾场处理场选

址时采取“最小抵抗原则”，有色人种地区易成为垃圾场选址地。而在我国，汉族人口比例达

到 92%以上，少数民族比例较少：与美国种族歧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民族共同

繁荣的政策，因而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承担更多环境风险的局面，民族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并不

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保障房政策的实行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在各城

市全面建设开来，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价比较便宜的边缘或郊区，甚至可能选址在垃圾场周

边，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较高的环境风险。由于选择调查地点原因，性别对环

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有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其次，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环

境风险分配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是，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差

异上，城市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农村居民，对此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城乡二元

制结构存在关联。第一，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市中

心 农村边缘的模式，处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动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支配权，

面对风险，城市中心者有权做出分配的选择，可以把原先产生于中心地带和应当由中心地带承

担的风险分配出去［45］。第二，我国绝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资基本都在城市，而农村很难

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资金，缺乏相应的环保设施，致使农村居民经历更多的垃

圾处理风险。第二，城市在将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转嫁给农村居民的同时，却没有给环境利益遭

受到损害且相对贫困的农村给予风险补偿，消减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使得风险积聚在农村居

民身上。第四，城乡居民较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决定了他们抗风险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

城市社区者相对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金融资产总量和人均值较高，能够有效的抵制社会风险

(46］，而居住在农村社区居民其抗风险机制明显弱于城市，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致使风

险积聚在农村居民身上。

总结起来，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垃圾场的建设与运营给

周边社区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消减环境风险，但难以消除，形成了环境风

险的初次分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差异影响着风险重新分配。 社会经济地

位高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话语权力等风险应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或网络规模势力越

强（47叫，其关系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各类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49］，越可能通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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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若环境抗争失败，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对较高，具有

图 1 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图

垃圾处理场建设

（风险产生）

风险治理

（消减风险）

气抗争 ｜ 城｜一口时聚

理性选择居住环境的经济能力，有能力搬离环境风险区域，规避环境风险，承担较少的环境风

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风险应对能力较弱，若选择沉默和抗争失败，则集聚一定的环境风

险。深入访谈发现，当垃圾处理风险严重干扰到日常生活时，他们会选择“堵马路、静坐”等

原始抵抗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处理抗议，然而只要垃圾处理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社

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就选择停止抗议，这种接受“以钱补污”的短期维权策略行动并没有彻底消

除环境风险，而是积累了环境风险。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强权逻辑，即谁有权势，

谁就转嫁风险，谁没权势，谁就承担风险”［叫，风险分配呈现出一种阶级或阶层定律，遵循社

会经济地位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日后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关注不

公正的环境风险分配，同时也需要关注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应加强对垃圾场周边居民

的补偿机制，降低环境和健康风险，保障垃圾场周边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环境权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

险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

响应该是长期性和历时性，纵向跟踪数据显然比横截面数据更适合于厘清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

风险分配的复杂关系，而本研究受条件限制只获取了某一时点的截面数据。第二，社会经济地

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

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可能还存在环境意识等中介变量未能充分考虑到，本研

究的观点和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大规模、纵向调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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